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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促进低碳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研究关中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碳排放的协同发展对区域高质量稳定发展非常重要。本研究基于2005-2025年人口、经济、土地、交通设施和生态数据多维度构建紧凑指数评价体系，以碳排放强度恒等式为基础，综合运用熵值法、标准差椭圆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两者的时空动态特征与协调演进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研究期间城市紧凑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由0.469升至0.587，空间格局从松散多中心演化为“核心-过渡-边缘”圈层结构；（2）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均值降幅达69.4%，但“西安低碳核心、外围高排放带”的空间格局保持稳定；（3）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0.534升至2025年的0.763，空间格局形成以西安-咸阳为核心、多中心网络化的协同发展格局；（4）地理探测器显示，R&D经费占比和万人专利授权数是解释协调度空间分异的最强因子，且双因子交互呈非线性增强效应。据此建议，关中城市群应重点强化科技创新投入与成果转化，引导人口有序集聚与城镇化提质增效，并控制交通基础设施粗放扩张，以推动紧凑发展与低碳转型的深度协同，为促进关中城市群及类似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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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dual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he push for low-carbon development, study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spatial structure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is crucial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stable regional growth.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ctness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population, economic, land us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data from 2005 to 2025. Using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dentity as a foundation, we applied multiple analytical methods—including the entropy metho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the two dimensions. The study results show: 1)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urban compactness index generally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creasing from 0.469 to 0.587, with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ving from a loose multi-center structure to a 'core–transition–periphery' zonal structure; 2)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dropp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average decreasing by 69.4%, bu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ow-carbon core in Xi'an and high-emission bel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remained stable; 3)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increased from 0.534 in 2005 to 0.763 in 2025, forming a multi-center network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centered on Xi'an–Xianyang; 4) Geographic dete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R&D expenditure and the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per 10,000 people are the strongest factors explaini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oordin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factors exhibits a nonlinear enhancement effect. Based on thi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ults, guide orderly population aggregation and improve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control the extensive expansion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deep coordination between compact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similar regions,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achieving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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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快速城市化进程深度交织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城市空间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目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从《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温控目标，到各国相继提出的“碳中和”愿景，推动城市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构成了国际共识与行动主线[1]。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2]，其城镇化进程与能源消费结构深刻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为此，国家层面相继提出“新型城镇化”与“双碳”战略，旨在探索一条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位于中国西北内陆的关中城市群，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点，其内部亦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与多元化的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区域因而成为观察中国（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有限环境容量与强烈发展诉求下，如何实现空间形态优化与低碳发展协同的天然实验室，其经验与路径对于类似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前，城市空间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已是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交叉领域的热点[3]。学界普遍关注“紧凑城市”理念[4-5]，国内外就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但结论尚未统一。国外早期多支持紧凑发展的碳减排正效应[6-7]，近年研究揭示了二者间的U型曲线[8]与阈值效应[9]，且中小城市与特大城市的响应差异显著，空间异质性与非线性特征日益受到关注。国内研究同样存在分歧，部分研究支持紧凑形态的碳减排效应[10]；亦有实证得出二者正相关或“倒U型”曲线关系[11]，表明紧凑的碳减排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空间异质性。在耦合协调分析方面，成渝城市群[12]、长株潭城市群[13]及西北五省[14]的研究均表明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科技创新[14]、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13]是关键驱动因子，且各因子之间存在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的交互效应。大量研究聚焦于城市紧凑指数的综合测度[15-16]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解，以及二者间的相关性或脱钩分析[17]。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薄弱环节：首先，多数研究停留在单一维度的紧凑指数分析[18]或碳排放的时空描述[19]，长期动态耦合过程的刻画不足、跨省域城市群内部异质性关注不够，以及驱动因子交互效应的系统探测缺位。

本研究以关中城市群为案例，旨在系统剖析2005—2025年间其城市紧凑指数与碳排放强度的耦合协调关系及时空演化规律，并进一步揭示其背后的多因子驱动机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第一，构建涵盖人口、经济、土地、交通、设施与生态六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城市紧凑指数，并基于Kaya恒等式修正模型核算碳排放强度和利用标准差椭圆模型揭示二者各自的时空演变特征。第二，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估两系统交互作用的协调水平与阶段演进，并可视化呈现其空间格局从失调到协调、从单极到网络的动态重组过程。第三，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量化分析产业、科技创新、空间形态、交通等多维因子对协调度的独立解释力，并重点探测双因子交互产生的非线性增强效应。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构建“紧凑-低碳”耦合分析框架，将城市空间形态与碳排放两个复杂系统纳入统一的协同分析范式，而非仅分析二者相关关系；基于20年长时序面板数据，刻画了关中城市群从“单极失调”到“多中心网络化协调”的完整演进过程，填补了该区域长期动态研究的空白；利用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功能，量化揭示了科技创新与人口集聚等因子对协调度的非线性增强效应，为精准化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关中城市群位于中国内陆中心，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西北地区重点培育的跨省域城市群，其范围涵盖陕西省的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商洛，甘肃省的天水、平凉、庆阳，以及山西省的运城、临汾，共11个地级市[20-21]，总面积为10.71×104km2。2025年关中城市群的常住人口达4291.2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约31051.78亿元，西安作为核心城市，GDP占城市群比重约44.77%。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节点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关中城市群区位优势独特，是引领西北地区发展的关键增长极。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城市的紧凑发展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低碳转型，已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核心议题。关中城市群内部发展梯度显著，既有西安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差异的外围城市，这种空间与产业上的异质性，使其成为探究城市紧凑发展与碳排放调控协同路径的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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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涵盖人口、经济、土地利用、交通、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等多维度数据（表1）。对于部分年份存在缺失的指标，本研究利用面板数据的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为确保插值结果的稳健性，对关键变量（如碳排放总量、GDP）的插值结果与相邻年份及趋势线进行了交叉验证，结果显示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插值方法不会对整体结论的可靠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2025年部分统计数据尚未正式发布，本文基于2005—2024年面板数据趋势，采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2025年关键指标进行推算。选择灰色预测模型的原因在于：（1）样本量小（n=20），GM(1,1)对小样本数据具有良好适应性；（2）数据序列呈现较明显的单调趋势，符合灰色预测的应用条件。精度检验显示，模型平均相对误差控制在5%以内，后验差比值C<0.35，预测精度等级为“好”。需指出的是，2025年数据主要用于揭示长期演变趋势，不参与阶段性突变判断，因此不会对核心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1 各类数据来源

Tab. 1 Various data sources

	数据类型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人口与经济数据
	市区人口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陕、甘、晋三省统计年鉴

	
	总就业人数
	

	
	GDP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额
	

	土地利用数据
	市区面积
	《国土资源统计年报》、《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建成区面积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交通设施数据
	市区道路面积
	《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出租车数量
	

	基础设施数据
	医院数量
	《社会事业统计年报》

	
	学校数量
	

	
	图书馆藏书数量
	

	生态环境数据
	绿地面积
	《环境质量报告书》、《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污水集中处理率
	

	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数据
	能源消费总量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CO2排放量
	

	数字高程数据DEM
	
	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


2 研究方法

2.1 城市紧凑性综合测量

紧凑城市是一种为应对城市无序扩张而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21]。该理念的核心体现在倡导建筑与人口的高度集中、土地功能的复合化以及开发模式的集约高效，这一发展模式通过精细化规划从而实现国土空间的高效利用，具体可阐释为功能、规模和结构三个方面紧凑性。城市紧凑指数即是衡量紧凑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22-26]，本研究从人口、经济、土地、交通、设施与生态六个维度，反映城市紧凑发展的不同侧面，其二级指标选取依据见表2，并构建了关中城市群紧凑指数综合测度体系（表3）。
在指标体系中，万人医院数量、万人中小学数量、万人图书馆藏书量均为负向指标。其设定依据为：在紧凑城市理念下，当人口高度集聚时，若公共服务设施（如医院、学校）数量相对较少，意味着更高的设施利用率和更有效的服务半径，这反映了城市功能的高度紧凑与集约。因此，人均占有量越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城市空间利用越紧凑。当然，该指标仅为紧凑指数的测度之一，其局限性在于无法全面反映服务质量，但其作为衡量设施分布密度的代理变量，在现有研究中被广泛采用。

表2指标选取依据

Tab.2 Basis for selecting indicator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选取依据

	人口紧凑指数
	市区人口密度（+）
	市区人口密度越高，单位面积承载的居住人口越多，城市空间利用越紧凑。

	
	人口就业密度(+)
	就业岗位越集中，通勤距离越短，城市功能紧凑度越高。

	
	住宅人口密度(+)
	住宅人口密度剔除非居住用地干扰，聚焦居住空间的实际承载强度。

	经济紧凑指数
	单位面积产出率(+)
	单位面积GDP产出越高，土地的经济利用效率越高。

	
	人口经济密度(+)
	人均GDP越高，单位人口创造的经济价值越大，城市运行效率越优。

	
	土地投入强度(+)
	固定资产投资密度越大，城市开发建设的集约水平越高。

	土地利用紧凑指数
	市区开发利用强度(+)
	建成区占市区面积比重越高，城市空间开发越充分。

	
	城市建设用地占比(+)
	城市建设用地占比越高，城市实际建设密度越大。

	
	人均建设用地(-)
	人均建设用地越低，土地承载效率越高，集约程度越高。


	交通利用紧凑指数
	道路面积占比
	道路面积占比越高，路网密度越大，城市运行效率越高。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人均道路面积越小，道路资源被越密集地共享利用，空间集约度越高。

	
	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
	出租车拥有量越低，对高碳机动化出行的依赖程度越低。

	基础设施紧凑指数
	万人医院数量(-)
	人均医院数量越低，单个医疗设施服务的人口越多，设施利用效率越高。

	
	万人中小学数量（-）
	人均学校数量越低，教育资源被越充分地共享利用。

	
	万人图书馆藏书量（-）
	人均藏书量越低，文化设施的服务效率越高，城市功能越紧凑。

	生态环境紧凑指数
	资源利用效率（+）
	单位投入的能源消耗越低，城市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低。

	
	绿地利用效率（+）
	绿地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越高，城市绿色基础设施配置越充分。

	
	污水集中处理率（+）
	污水处理率越高，紧凑开发过程中对水环境的保护能力越强。


表3 关中城市群紧凑性综合测度体系

Tab. 3 Comprehensive Measuring System of Compactness of Central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人口紧凑指数
	市区人口密度（+） 
	市区人口/市区面积
	0.0927

	
	人口就业密度(+)
	总就业人数/市区面积
	0.0707

	
	住宅人口密度(+)
	市区人口/居住地面积
	0.0624

	经济紧凑指数
	单位面积产出率(+)
	GDP总值/市区面积
	0.1161

	
	人口经济密度(+)
	GDP总值/市区人口
	0.0441

	
	土地投入强度(+)
	固定资产投资额/市区面积
	0.1159

	土地利用紧凑指数
	市区开发利用强度(+)
	建成区面积/市区面积
	0.1082

	
	城市建设用地占比(+)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市区面积
	0.0747

	
	人均建设用地(-)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市区人口
	0.0030

	交通利用紧凑指数
	道路面积占比
	市区道路面积/市区面积
	0.0913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市区道路面积/市区人口
	0.0034

	
	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
	市区实有出租车数/市区人口
	0.0029

	基础设施紧凑指数
	万人医院数量(-)
	医院数/市区人口
	0.0049

	
	万人中小学数量（-）
	中小学校数量/市区人口
	0.0065

	
	万人图书馆藏书量（-）
	图书馆藏书量/市区人口
	0.0015

	生态环境紧凑指数
	资源利用效率（+）
	能源消费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额
	0.0641

	
	绿地利用效率（+）
	绿地面积/市区面积
	0.1156

	
	污水集中处理率（+）
	污水集中处理率
	0.0222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它源于信息论，用于确定多个评价指标（或变量）的权重。其核心思想是：一个指标数据差异越显著，其信息价值就越大，权重自然高，反之也成立。熵值法与主观层次分析法相比避免了主观性的影响，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27]。因此利用熵值法对以上紧凑指数指标计算权重，后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各指标的综合得分。

1) 构建用于综合测度的原始数据集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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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于第[image: image8.png]


项指标的原始数值。

2) 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

为确保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其数据分布的相对离散程度，消除量纲与数量级差异带来的影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28]。熵值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度量各指标数据在相同尺度下的离散程度，以公平、客观地比较其相对变化。这一过程剥离了绝对数值大小的干扰，使权重能够真实反映数据内部固有的分布差异[29]。其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image: image1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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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指标：[image: image1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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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image17.png]


是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后的数据，[image: image19.png]


为各个指标的原始数据。为保证取值有意义，将数据平移处理，最终使数据在[1-2]之间。

3) 计算紧凑指数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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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image: image22.png]W,



为各指标的权重，计算过程见附录。
2.2 碳排放强度测算。

Kaya碳排放恒等式[30]，中国科学院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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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中，
[image: image24.wmf]2

CO

是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
[image: image25.wmf]E

是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image: image26.wmf]GDP

是地区生产总值，
[image: image27.wmf]P

是人口总量，因此，
[image: image28.wmf]2

/

COE

表示能源碳排放强度，
[image: image29.wmf]/

EGDP

表示能源强度，
[image: image30.wmf]/

GDPP

表示人均 
[image: image31.wmf]GDP

。参照相关文献，中国学者普遍采用的能源排放系数为2.42~2.72。本研究取其中值2.45，即每吨标准煤燃烧排放2.45吨
[image: image32.wmf]2

CO

[14]。
碳排放强度是是衡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程度的重要指标，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image: image33.wmf]GDP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1]，该方法在诸多领域的生态影响评估中应用广泛。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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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
[image: image35.wmf]CEI

为碳排放强度；
[image: image36.wmf]C

为城市二氧化碳总排放量；
[image: image37.wmf]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

2.3 标准差椭圆模型

标准差椭圆由Lafever[32]提出，标准差椭圆作为一种空间统计工具，能够有效揭示经济现象及其相关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因而在地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方法通过刻画时空维度上的重要分布模式，并基于椭圆中心、长轴与短轴长度以及方位角等量化参数，可以清晰识别经济活动的主导趋势及其空间发展方向[33]。本研究选取了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数据，绘制标准差椭圆图，分析研究区域5个时期的碳排放强度的演变以及变化轨迹。

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作为物理学概念，指多个系统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象，“协调”是指系统内部各元素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和谐一致的内在属性[34]。协调度模型可以更好地评判关中城市群紧凑指数与碳排放强度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35-36]。其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38.wmf]2

2

()

UR

C

UR

´

=´

+

                                (6)
 
[image: image39.wmf]TUR

ab

=+

                                     (7)

[image: image40.wmf]2

DCT

=´´

                                    (8)
式（6）中，
[image: image41.wmf]C

为耦合度，
[image: image42.wmf]U

与
[image: image43.wmf]R

分别为城市紧凑指数与经负向标准化处理的碳排放强度；式（7）中，T为协调发展指数，鉴于城市紧凑指数与碳排放强度是同等重要的，故α=β=0.5[37-38]；式（8）中耦合协调度
[image: image44.wmf]D

用于衡量两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其划分参考了廖重斌（1999）提出的协调发展评价标准，并综合了近年来城市群耦合协调研究[14,38-40]的通用分级方案（表4）。

表4 耦合协调度等级
Tab.4 Coupling Harmonization Leve

	类型
	耦合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度

	协调发展
	优质协调
	(0.8-1.0]

	
	中级协调
	(0.7-0.8]

	
	初级协调
	(0.6-0.7]

	
	勉强协调
	(0.5-0.6]

	失调衰退
	濒临失调
	(0.4-0.5]

	
	中度失调
	(0.2-0.4]

	
	极度失调
	(0.0-0.2]


2.5 影响因素选取与机理分析

（1）影响因素指标选取依据

关中城市群地区紧凑指数与碳排放强的的耦合协调关系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人口规模、经济水平、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公共交通覆盖率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共同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研究城市紧凑指数综合测度指标选取相应的驱动因子进行深入分析（表5）。
表5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依据
Tab. 5 Basis for selecting influencing factor indicators

	维度
	驱动因子
	指标说明
	指标依据

	产业与科技创新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X₁）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结构决定了能源消耗的基本盘，是影响碳排放水平的基础性因素[3]

	
	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例（X₂）
	R&D经费/GDP

	反映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强度，是绿色技术研发和低碳转型的核心驱动力[1]

	
	万人专利授权数（X₃）
	专利授权数/万人
	直接度量技术创新产出水平，表征绿色技术的应用与扩散能力

	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
	人口密度（X₄）
	市区人口/市区面积
	衡量空间集聚程度，决定基础设施共享效率和人均碳排放水平[41]


	
	城镇化率（X₅）

	城镇人口/总人口

	反映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宏观进程，表征城市系统的发展阶段与规模[4]

	
	人均道路面积（X₆）
	市区道路面积/市区人口
	判断城市空间形态是集约还是蔓延的关键指标，道路扩张可能诱导低密度开发[42]

	交通与流动性
	万人出租车数（X₇）
	出租车数/万人
	城市客运交通结构和机动化水平的代理变量，直接影响交通领域碳排放[13]


（2）各因子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

（1）产业与科技创新体系（X1、X2和X3）：第二产业占比是产业结构的核心表征，决定了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耗基数和排放强度；R&D投入和专利产出则是技术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代表了绿色技术、节能工艺和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水平，是驱动发展模式向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2）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体系（X4、X5和X6）：X4是衡量空间集聚程度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最直接指标；X5反映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宏观进程，决定了城市系统的发展阶段和规模；X6则反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配置模式与蔓延程度，是判断城市空间形态是集约还是粗放的关键维度。（3）交通与流动性体系（X7）：其是城市客运交通结构、居民出行习惯和机动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它直观反映了城市对化石燃料依赖型交通工具的需求强度，直接影响交通领域的碳排放。
2.6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分析空间分异性的统计方法，能够识别影响因素、探测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并广泛应用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43]。该方法包含四个主要模块：分异及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风险区探测和生态探测[44-45]。本文借助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及因子探测与交互作用探测功能，解析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的驱动力，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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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mage: image47.png]


为样本数；[image: image49.png]


 为因素[image: image51.png]


 的分类；[image: image53.png]=R,



为指标方差；[image: image55.png]


值越大，说明该因子作用于耦合协调度的效果越明显[46]。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市紧凑指数时空演变特征

本文基于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紧凑指数进行测量并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2005-2025年城市群紧凑指数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0.469上升到2025年的0.587，总体增长25.16%，尤其在2019年后有明显提升。从构成维度看，2025年末关中城市群紧凑指数的六个维度占比分别为：人口（17.60%）、经济（18.81%）、土地利用（17.68%）、交通利用（15.20%）、基础设施（14.17%）、生态环境（16.54%），其中人口、经济和土地利用为城市群紧凑指数的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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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关中城市群紧凑指数时序演变特征
Fig. 2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ctness of Guanzhong Urban

选取2005、2010、2015、2020及2025年五个时间节点的紧凑指数数据，并根据其将11个城市分为绝对核心、次级核心、过渡带和边缘区四个层级（表6），并基于ArcGIS 10.8分析关中城市群紧凑指数在地理空间上的演变特征（图3），采用自然断点法进行分级，为确保各时期分类结果的可比性，统一使用2005-2025年整体数据的自然断点作为分级标准。紧凑指数空间格局经历了三个阶段：2005年为以西安、宝鸡、咸阳为核心的松散多中心格局；2010—2015年西安核心地位持续增强，圈层结构初步形成；2020年西咸双核集聚效应达峰值，圈层结构清晰稳定；2025年形成西咸一体化核心板块，呈东高西低、中部凸起的空间格局。

表6 2005-2025关中城市群空间结构层级

Tab. 6 2005–2025 Spatial Structure Hierarchy of the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城市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西安市
	绝对核心
	绝对核心
	绝对核心
	绝对核心
	绝对核心

	铜川市
	边缘区
	边缘区
	边缘区
	边缘区
	边缘区

	宝鸡市
	次级核心
	过渡带
	边缘区
	过渡带
	边缘区

	咸阳市
	次级核心
	次级核心
	次级核心
	次级核心
	次级核心

	渭南市
	过渡带
	过渡带
	边缘区
	边缘区
	边缘区

	商洛市
	边缘区
	边缘区
	过渡带
	边缘区
	边缘区

	天水市
	边缘区
	边缘区
	过渡带
	边缘区
	边缘区

	平凉市
	边缘区
	边缘区
	边缘区
	边缘区
	边缘区

	庆阳市
	边缘区
	边缘区
	过渡带
	过渡带
	过渡带

	运城市
	过渡带
	过渡带
	过渡带
	过渡带
	过渡带

	临汾市
	过渡带
	过渡带
	边缘区
	过渡带
	过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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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紧凑指数的演化趋势

Fig. 3 Evolution Trend of Compactness of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25
3.2 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

3.2.1 碳排放强的时间演变特征

根据表7得出，2005至2025年间，关中城市群碳排放强度均值下降幅度69.4%，表明该地区单位GDP的碳排放显著减少，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逐渐“脱钩”。中位数从2006年最高值14.463降至2025年的5.828，反映大多数城市的碳排放强度整体降低。同时，碳排放强度的方差降幅超过91%。2005-2010年方差较大，显示各城市发展模式与能效水平差异显著； 2011-2020年方差迅速收窄，2021-2025年持续保持低位，说明各城市碳排放强度趋于一致，区域低碳协同发展水平提升。此外，碳排放强度最大值降幅约73.8%；最小值降幅达85.2%。

表7 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演变

Tab. 7 Evolu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25

	年份
	平均数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方差

	2005
	22.771
	5.562
	64.300
	2.286
	420.440

	2006
	23.365
	14.463
	68.876
	2.414
	488.340

	2007
	22.244
	11.508
	66.718
	2.375
	510.770

	2008
	21.107
	8.536
	66.916
	2.667
	536.595

	2009
	20.191
	8.106
	63.706
	2.342
	522.765

	2010
	19.526
	10.390
	68.120
	2.347
	452.121

	2011
	17.328
	9.016
	58.363
	1.734
	390.620

	2012
	15.435
	6.619
	51.077
	1.424
	274.260

	2013
	15.817
	5.730
	47.889
	1.284
	279.298

	2014
	13.920
	4.997
	43.295
	1.128
	216.995

	2015
	12.143
	4.388
	37.077
	1.019
	161.562

	2016
	11.891
	3.846
	34.009
	0.901
	157.566

	2017
	10.778
	3.724
	30.748
	0.795
	129.336

	2018
	10.103
	3.722
	29.758
	0.717
	113.076

	2019
	9.336
	4.923
	27.371
	0.652
	93.293

	2020
	8.885
	4.55
	25.018
	0.499
	80.305

	2021
	8.619
	4.945
	23.045
	0.455
	68.168

	2022
	8.690
	5.788
	22.135
	0.402
	60.278

	2023
	8.380
	6.227
	20.855
	0.383
	56.398

	2024
	7.478
	6.282
	18.382
	0.369
	42.194

	2025
	6.967
	5.828
	16.877
	0.337
	35.208


3.2.2 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演变

为揭示时空格局与关联特征，本研究基于ArcGIS10.8平台，对2005、2010、2015、2020及2025年五个节点的关中城市群碳排放强度进行了空间分析（图4）和标准差椭圆与空间重心变化分析（图5）。以西安市为核心，始终是整个城市群中碳排放强度最低的区域，其所在的等级区间从2005年的最低或次低等级，在2025年保持最低等级（0.337-2.300 t/万元）。高碳排放强度城市主要分布在城市群的东部和北部外围。尤其是山西省的临汾市和运城市，在多数年份（如2005、2010、2015）都处于最高的排放等级（16.878-68.120 t/万元），形成了稳定的高排放外围带。西安始终为低碳核心，与外围高值区的空间格局总体稳定。

由标准差椭圆得知研究期间椭圆整体呈现东北-西南走向，研究期间标准差椭圆的空间格局变化小，重心位置变化如表8所示，2005-2020向东北方向移动，2021-2025向西南方向移动，但主要集中在渭南市，说明高排放区域的集聚现象未发生根本偏移，高排放外围带对整体碳排放格局仍有牵引作用。标准差椭圆与重心变化分析更加证明关中城市群是以西安市为低碳核心，外围城市为高排放的稳定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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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空间演变

Fig. 4 Spatial Evolu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200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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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5-2025年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变化

Fig. 5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Center of Gravity Changes i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5 to 2025

表8 碳排放强度的标准差椭圆参数

Tab. 8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Parameters for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年份
	中心坐标
	沿X轴标准差/km
	沿Y轴标准差/km
	旋转角/（。）

	2005
	109.516。E，35.170。N
	2.358
	0.872
	83.950。

	2010
	109.684。E，35.168。N
	2.375
	0.724
	84.774。

	2015
	109.570。E，35.282。N
	2.651
	0.731
	83.439。

	2020
	109.610。E，35.318。N
	2.632
	0.746
	82.465。

	2025
	109.466。E，35.171。N
	2.537
	0.883
	83.821。


3.3 城市“紧凑-低碳”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3.3.1 耦合协调度的时间演变特征
耦合协调度的时间演变特征显示（图6），2005-2025年间，关中城市群空间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的相互作用持续增强，二者的耦合关系从初期的拮抗阶段过渡到当前的磨合阶段，系统间耦合程度不断深化。协调度值由0.534显著提升至约0.763，增幅明显，其原因在于：“十三五”以来空间规划整合、交通互联与产业协作推动了紧凑格局形成；“双碳”约束性政策促进了高耗能行业绿色转型，使紧凑空间形态与碳减排形成正向协同。协调度于2014年达0.650进入初级协调，2015年后进入绿色低碳转型阶段，2023年以来在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与碳中和目标驱动下增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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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5-2025关中城市群紧凑指数与碳排放强度的协同演化趋势

Fig. 6 The Co-evolution Trend of Compactness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25

3.3.2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特征

为更加直观地分析关中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特征，利用 ArcGIS10.8链接2005、2010、2015、2020和2025年5个时间节点城市群紧凑指数与碳排放强度的耦合协调度数据和地区矢量数据并绘制其空间分布（图7）。可以看出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阶梯式提升与空间结构重组，整体表现出从“普遍失调”到“多中心网络化协调”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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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绝大部分城市处于失调状态，临汾、商洛、宝鸡、咸阳和庆阳均为“极度失调”，核心城市紧凑指数较高但与外围联系弱，外围城市产业结构偏重，碳排放强度空间分异大，协调度整体偏低。2010年，宝鸡跃升至“初级协调”，西安仍为“濒临失调”，平凉、庆阳、咸阳、渭南和商洛提升至“勉强协调”；西安核心地位增强，东部过渡带紧凑指数提升，但外围城市产业转型滞后，协调水平初步分化。2015年，西安成为“中级协调”核心，庆阳、平凉、宝鸡和商洛亦达“中级协调”，多中心格局初步形成，带动天水、咸阳、铜川、运城达“初级协调”，临汾为“勉强协调”。2020年，圈层结构趋于成熟，宝鸡、商洛和庆阳进入“优质协调”；西安、咸阳因碳排放强度下降缓慢仍为“中级协调”，天水、平凉、运城为“中级协调”，铜川、渭南和临汾为“初级协调”。2025年，西安及庆阳、平凉、宝鸡、铜川、渭南、运城、临汾共8市达“优质协调”，天水、咸阳和商洛为“中级协调”，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协同格局。区域协调度由2005年的0.592收窄至2025年的0.079，板块化协同增强趋势明显。

图7 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演化

Fig.7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25
本研究选取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专利授权数、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道路面积和万人出租车的数量作为自变量，为探究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将耦合协调度作为因变量，经自然断点法离散化后，导入地理探测器进行测算，以获取各因子的独立解释力、显著性差异及其交互作用结果。

探测结果如表9所示，X2(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例)和X3（万人专利授权数）对耦合协调度值的影响程度是在研究期间相对较大，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引领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要素。X4 (人口密度)较稳定，人口集聚是提升紧凑指数、降低人均碳排放的稳定且基础的力量。X5 (城镇化率)：由2005-2025年数据总体来看城镇化进程在不同阶段对协调度的影响不同，可能从初期的粗放扩张转向后期的提质增效。X6 (人均道路面积)：较高但呈波动下降趋势，表明过去道路扩张可能促进了协调度（改善交通效率），但过度建设（导致城市蔓延）的反作用开始显现。X1 (第二产业占比)总体较低且呈下降趋势，表明单纯降低二产比例已不是提升协调度的最主要手段，产业内部的绿色化、高端化升级更为关键。X7 (万人出租车数)：始终最低，但缓慢上升。说明出租车数量增加所代表的高碳出行模式可能对协调度产生抑制作用，且其抑制作用随着城市扩大而逐渐增强。

表9关中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 9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entral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年份
	X1
	X2
	X3
	X4
	X5
	X6
	X7

	2005
	0.288
	0.425
	0.377
	0.249
	0.140
	0.434
	0.117

	2006
	0.275
	0.452
	0.345
	0.255
	0.162
	0.401
	0.125

	2007
	0.262
	0.488
	0.312
	0.261
	0.201
	0.377
	0.313

	2008
	0.250
	0.531
	0.289
	0.248
	0.255
	0.355
	0.141

	2009
	0.245
	0.580
	0.305
	0.242
	0.298
	0.341
	0.147

	2010
	0.241
	0.640
	0.328
	0.239
	0.339
	0.336
	0.151

	2011
	0.218
	0.599
	0.335
	0.245
	0.382
	0.338
	0.169

	2012
	0.186

	0.551
	0.318
	0.256
	0.418
	0.340
	0.188

	2013
	0.165

	0.525
	0.296
	0.267
	0.437
	0.341
	0.212

	2014
	0.155

	0.511
	0.282
	0.272
	0.439
	0.342
	0.235

	2015
	0.147
	0.502
	0.302
	0.278
	0.436
	0.342
	0.269

	2016
	0.165
	0.488
	0.355
	0.271
	0.401
	0.330
	0.255

	2017
	0.189
	0.477
	0.421
	0.262
	0.345
	0.299
	0.241

	2018
	0.218

	0.475
	0.501
	0.255
	0.278
	0.271
	0.227

	2019
	0.251
	0.488
	0.565
	0.248
	0.202
	0.245
	0.205

	2020
	0.287
	0.508
	0.625
	0.234
	0.132
	0.210
	0.172

	2021
	0.281
	0.479
	0.589
	0.235
	0.148
	0.235
	0.165

	2022
	0.269
	0.438
	0.530
	0.240
	0.165
	0.272
	0.163

	2023
	0.258
	0.388
	0.480
	0.244
	0.180
	0.322
	0.165

	2024
	0.248
	0.351
	0.455
	0.247
	0.190
	0.362
	0.167

	2025
	0.239
	0.319
	0.437
	0.249
	0.201
	0.402
	0.169

	平均值
	0.240
	0.479
	0.414
	0.250
	0.250
	0.345
	0.176


本研究从产业与科技创新、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和交通与流动性三个维度出发，研究构建了七因子交互作用机制（图8），共同影响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且所有交互因子均表现出增强效应，解释力显著高于单因子。2005年各因子交互作用相对较弱，各因子间关联刚形成。最强交互为X4∩X5（人口密度∩城镇化率），说明早期城镇化与人口集聚是协调度提升的主因。2010年交互强度有所下降，但X2∩X4（R&D∩人口密度）突出，创新与空间结合的作用初显。2020年交互作用全面增强，多个组合q值>0.9（X1∩X3=0.974, X3∩X6=0.944, X2∩X1=0.915等），表明系统内因子间形成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网络，协同效应极强。2025年：交互作用保持高位但略低于2020年，系统趋于稳定成熟。X4∩X6（人口密度∩道路面积，q=0.913）成为最强交互，说明空间优化与基础设施匹配成为当前关键。由此可见，部分因子的交互作用产生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效应，其解释力显著高于单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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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耦合协调度交互探测结果
Fig. 8 2005-2025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4讨论
（1）与同类研究的对比

本研究得出关中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由2005年的0.534升至2025年的0.763，二者从失调步入协调发展阶段。与同类研究相比，杨浩等[13]测算长株潭城市群平均耦合协调度演变趋势一致；亦低于李志英等[12]对成渝城市群和陈鑫等[35]对长三角城市的测算，上述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异质性特征。

在驱动机制方面，本研究发现R&D经费占比与万人专利授权数是解释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最强因子，这一结论与曹欣然等[14]中科技创新对西北五省城市的研究结果一致。与杨浩等[13]对长株潭城市群的研究相比，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科技创新因子（X₂、X₃）与空间形态因子（X₄、X₅）之间显著的非线性增强效应，而后者因未采用地理探测器交互探测功能，未能捕捉这一机制。

（2）方法的合理性与结果的验证

本文采用的熵值法避免了主观赋权偏差，耦合协调度模型适用于两系统交互关系的定量刻画，地理探测器在探测因子交互效应方面具有独特优势[44]。紧凑度指标体系中基础设施类指标设为负向，反映了“设施共享、服务高效”的紧凑内涵，这一处理与刘润佳和把多勋[22]、毛广雄等[24]研究一致。2025年预测数据采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精度检验显示平均相对误差<5%、C<0.35，精度等级为“好”，且该数据仅用于揭示长期趋势，不影响核心结论。

结果稳健性通过以下方式得到验证：①熵值法权重在时间维度上基本稳定（各指标权重年度波动均<0.01）；②碳排放强度下降趋势（降幅69.4%）与同期陕西省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的实际趋势一致；③标准差椭圆中心始终位于渭南市附近，方位角稳定在82°~85°，与“东进西稳”的空间战略吻合；④各城市协调度变化轨迹与其实际发展阶段基本匹配。

（3）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聚焦城市群整体尺度，未对市辖区、县域等更小单元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考察，未来可结合多源遥感数据开展格网尺度分析，并通过对小区域之间对比进一步揭示“紧凑—低碳”协同发展的条件性与异质性机制。

5结论
（1）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紧凑指数呈现“核心极化—圈层扩散—网络整合”的时空演进特征，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增长25.16%），空间结构由松散多中心发展为“核心-过渡-边缘”圈层体系，并于后期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凸起”的格局。这一过程主要由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率共同驱动，三者构成紧凑指数提升的核心支撑维度，反映出区域空间结构优化与集约发展水平的协同增强。

（2）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且区域差异大幅收敛，呈现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逐步脱钩、内部趋同的良性趋势；然而空间格局保持稳定，始终表现为以西安为低碳核心、外围形成高排放带的显著“核心-边缘”结构，反映出区域低碳转型进程仍受发展不均衡的深层制约。

（3）2005-2025年关中城市群空间紧凑指数与碳排放强度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系统性跃升，协调度整体由失调步入协调阶段；空间格局从初期以西安为核心的单极结构逐步演进为“核心—过渡—边缘”的圈层体系，并最终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高质量协同态势，表明区域在空间集约与低碳转型的协同路径上取得显著进展，这一过程主要得益于政策引导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双重驱动。

（4）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R&D经费占比（X₂）与万人专利数（X₃）对协调度的解释力最强，说明了科技创新是推动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人口密度（X₄）与城镇化率（X₅）影响较为稳定，道路面积（X₆）与出租车数量（X₇）解释力低，可能呈现负向影响。双因子交互作用显著强于单因子，其中 R&D与人口密度、专利数与道路面积等组合表现出强非线性增强效应。
政策建议：1）推动外围城市产业结构绿色转型（X₁）：推动临汾、运城等高排放城市通过低碳技术转移实现产业绿色化升级；2）强化科技创新投入与成果转化（X₂、X₃）：构建“研发投入—专利转化—空间适配”的联动机制，在西安、咸阳等人口高密度核心区优先布局绿色技术应用场景，建立跨市域低碳技术转移平台，将创新优势辐射至外围城市；3）优化空间开发模式，引导城镇化提质增效（X₄、X₅）：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是稳定的基础性因子，应引导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有序集聚，在过渡带和边缘区推行TOD模式与混合土地利用，使得多个中心之间的功能互补与网络化联系，以提升整个城市群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综合承载力，避免过度单极集聚。4）抑制交通设施粗放扩张，推动绿色出行（X₆、X₇）：人均道路面积与出租车数量解释力较低，且可能带来负向影响，建议控制道路过度扩张，加快出租车与公交新能源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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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熵权法具体计算公式

1）各项指标同度量化。

根据数据标准化并平移后的数据矩阵，通过下式计算第[image: image62.png]


项指标下在第[image: image64.png]


个样本所占的比重Pij：

 
[image: image65.wmf]1

'

,1,2,...,,1,2,...,

ij

ij

n

i

X

Pinjm

=

===

å

                    (3)
2）计算第[image: image67.png]


项指标的熵值[image: image6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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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image: image72.pn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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